
在印刷术尚未使用的时期，以书法
形式保存大型经典的载体，不是廉价的
竹简木牍和昂贵的丝帛，也不是庄严肃
穆的青铜钟鼎，而是一块块坚硬、沉重、
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的石碑。试想，还
有哪一种载体的文字比刻在石碑上的文
字更具可信度和持久的传世能力呢？

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
的儒家和佛道经典。无论在书法史上，还
是在学术史上，其意义均十分重大。正是
因为这种形式的深入人心，后来即使印
刷术高度普及了，刻写石经的传统还是
被继承和延续下来。

迄今可考的儒家经籍石经共有七
种，其中，以《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和

《开成石经》最为著名，被称为儒家经籍
“三大石经”。

《熹平石经》的经文是用当时的流行
书体隶书体写成的，又叫“汉石经”、“一
体石经”，是我国刻于石碑上的最早的官
定儒家经本。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传统儒
家经典的破坏和此后长达百余年的古今
文经学之争，致使汉代经学家各执一端，
甚至出现了行贿篡改兰台漆书中经文的

现象。有鉴于此，熹平四年，在蔡邕等人
的奏请下，汉灵帝召集蔡邕、堂溪典等人
正定六经文字。该工程历时九年，将《周
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

《论语》、《春秋》等经书严格校勘诸家异
同后，汇刻在46块石碑之上，除《论语》
外，均立于洛阳学馆。该石经共计约
200911字，是中国古代规模宏大的一次
儒家经籍校勘和刻石工程，在去伪存真、
为读书人提供经典范本和开创后世经典
上石方面开创了先河。

据《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乃自
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
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
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我们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种因观看石经
而导致的车水马龙、道路拥塞的现象：从
书法史的角度理解，这很像是当今名人的
一次大型隶书展；而从校对经文的角度看
来，又十分类似于当今高考前学生们竞相
阅读权威参考资料或标准答案。

可惜的是，《熹平石经》经黄巾起义、
董卓兵燹、永嘉之乱后已毁大半，在北魏
迁都洛阳之前已毁灭殆尽。近人马衡《汉
石经集存》中所录石经文字仅八千余字。
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三室的一块《易经》
原石，正反两面共计491字，被认定为蔡
邕笔迹，弥足珍贵。

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立于河南
洛阳的《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刻
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经文，共
二十八块碑，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部石
经。该石经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刻写，
在书法史和汉字演进发展史上均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可惜该石经也未传世，北
魏孝文帝时期曾用来建寺庙，使之遭到
毁灭性的破坏，目前所见拓本皆为宋拓。
清光绪二十一年 ( 1 8 95 )和民国十一年
(1922)两次石经残石的发现，才使我们得
见该石经原石之一斑。该石经中的古文
字体素为世人推崇，是研究战国古文字
的重要资料。从三种书体看，该碑文显然
非出自一人之手，但因原碑损毁严重，书
写者究竟为谁，尚无定论。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中国历史上
的第三部石刻儒家经典《开成石经》，终
于竖立在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读经
者抄录校对的官方标准。该石经开刻于
太和四年(830)，书写者有艾居晦、陈介
等，碑文标题用隶书，正文用楷书，内容
包括《周易》、《尚书》等十二种经书和《五
经文字》及《九经字样》。石碑计114块石
碑，双面刻字，共计650252字，被称为“世
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书”。

《开成石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
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虽经黄巢起义、五
代战乱，但在有识之士的保护之下，至今
保存完好。北宋元祐二年(1087)，在漕运
大使吕大忠的组织下移至西安碑林，成
为西安碑林最早的构成部分。

沉甸甸的石碑上，承载着中华民族
沉甸甸的历史文化，石经是“世界上最重
的书”，但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分量，又是
石头的重量本身所远远无法比拟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

人生的价值【人生随想】

□于冠深

人生的价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奉献生命和享受生命。前者就是为社会、为
他人做贡献；后者就是行使享受生命的权利，亦即享受人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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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端常见这样的论说：人生的价
值不在于生命的长度，而在于生命的厚
度和宽度。所谓生命的长度，是指寿命长
短。所谓生命的厚度和宽度，是指在一定
时间里所做的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事
情或曰贡献。其论据多以诗人为例：王
勃、李贺都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但他们的
诗篇却光耀千秋。而许多平庸的人，尽管
寿命不短或者很长，因没有给后世留下
什么值得记取和怀念的东西，他们人生
的价值就无从谈起了。

好像有些道理。细思则以为有值得
商榷之处。以下是我的两点看法。

其一，一个人其生命的长度与厚度
和宽度是统一的。

一个生命之所以能够有其——— 按照
论者的说法——— 厚度和宽度，也就是能
够对社会和他人做贡献，必须以有一定
的生命长度为前提。一个刚刚落地就不
幸夭折的婴儿，即使他（她）能够长大成
人的话可能会是怎样的天才或能手，然
则他（她）既然夭折，不具备为社会和他
人做贡献的最起码的生命长度，岂非没
有生命的厚度和宽度可言了？

有个成语曰“大器晚成”。大器者，大
才之谓。大才对社会和他人做出的贡献，
自然比中才和小才要大，其生命的厚度
和宽度，当然也比后两者要大。然则这里
的一个“晚”字，又必须以较长的生命长
度为前提。倘年纪轻轻就不幸离世，所谓

“晚成”也者，也就谈不到了。据知，季羡
林先生的主要学术著作，是七十岁以后
写的。“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

士。”假如这位梁老先生在八十二岁前去
世，历史上岂非就没有他这个状元了？

像王勃、李贺等这类英年早逝的才
俊，历史上代有其人。他们在有生之年对
社会和他人所做的贡献，的确比许多其
他较他们寿命更长的人要多。然则，假如
他们不是英年早逝而是有着更长的生命
长度的话，是不是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
诗篇，从而使自己生命的厚度和宽度进
一步增加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假如李
白和杜甫不是比王勃、李贺都多活了几
十年，他们是不是还有诗仙、诗圣的桂
冠，恐怕就难说了。

由此以观，人们在谈论人生价值的
时候，把生命的长度与生命的厚度和宽
度割裂开来，是不适宜、不妥当的。

其二，按照上述论者的说法，一个
人，当他（她）丧失了为社会、为他人做出
有益贡献的能力之后，或者离休退休之
后不再有所作为了，他（她）的生命，也就
是他（她）的继续生存，就没有价值了。没
有价值的生存，当然就没有了意义，岂非
没有了继续活着的根据？我不这样认为。

人生在世，当然应该努力做出对社会、
对他人有益的贡献。这是人生价值的重要
体现。然则，这并不是人生价值的全部。人
既然来到世间，就有其享受生命的权利。这
是造化的或者也不妨说是上天的旨意。实
施这种权利本身，纯然享受自己的生命，也
是人生的价值，只要他（她）是靠自己的合
法收入生活，不损害社会和他人。

我们的古人是讲究“天人合一”、“民
胞物与”的。大千世界，包罗万象。仅拿生

物当中难以计数的野生动物来说，排除
了人类的视角，而从造化的视角或者也
不妨说从上天的视角来看，实在很难说
它们的存在对生物界有什么有益的贡
献。虽则如此，难道能够认为它们没有生
存的价值吗？何况人类。

人生的价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奉
献生命和享受生命。前者就是为社会、为
他人做贡献；后者就是行使享受生命的
权利，亦即享受人生的幸福。此或即古人
所谓“生可以生，天福也”。我们党的宗旨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集中到一点，就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如果享受生
命亦即享受人生的幸福没有价值的话，
又该怎么理解党的宗旨的价值呢？

一般说来，世人的人生都有奉献生
命和享受生命这两个方面的价值。两个
方面的价值不是截然分开的。人在奉献
生命亦即在为社会、为他人做着贡献的
时候，也在享受着自己的生命或曰享受
着人生的幸福。不仅如此，至少对有些人
而言，他们奉献生命亦即为社会、为他人
做出贡献本身，也是或更是享受生命或
曰享受人生的幸福。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其人均预期寿
命的长短，是衡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高下的重要标志。长寿是福，高寿者
被称为人瑞，即使他们已无力为社会、为
他人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国人的共识。
难道是偶然的吗？

(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
辑，出版《苔痕上阶》、《草色遥看》等多部
著作)

在京都岚山公园谒拜周总理诗碑【行走笔记】

□邓撰相

诗中表达了周总理的情思：花开花落乃自然法则，但人应该在短促的一生中
追求真理、有所作为，就像绽放的樱花那样绚烂。

可能天公理解中国人对周恩来总理
的痛悼之情的缘故吧，就在我们去京都
岚山公园谒拜周总理诗碑时，天空淅淅
沥沥下起了小雨。

京都位于日本的西海岸，又叫“西
京”。自公元794年至1868年曾经是日本的
首都，有“千年古都”之称。城市建筑平整
舒缓，自然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整个城
市仿照唐朝中国长安的城市布局和风格
而建，是中日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典型，城
市面貌至今保持完好。为了保护古都风
韵，整座城市没有特别高大的建筑，多以
三五层楼为主。在二战后期，京都是日本
没有遭到轰炸的少数几座城市之一。其
原因，据说是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
先生在为盟军圈定的一份必须保护的城
市名单中，首先包括了京都。所以，京都
那么多文物古迹经历了那样残酷的战争
而能保存下来，梁思成先生功不可没。

岚山公园因岚山而得名。春日的岚
山一片翠绿，中间掺杂着霞云般的樱花，
显得格外妖艳。细雨中，我们沿着大堰川
前行百多米，向右一拐，攀上一陡坡，右
侧即是周总理诗碑了。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渐渐走近，只见
硕大的诗碑坐北向南，横卧在一个高台上
面。碑石高2 .4米，长约两米，近似半圆形。碑
石取材于京都鞍马山的鞍马石，这种褐色
石头坚硬无比，作为碑石刻字能延年而清
晰。碑身矗立在大小石块堆砌的圆台上。碑
上用中文刻着周总理的诗：

雨中岚山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
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碑文由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书写，笔
法凝重、流畅。诗碑的背面，刻录着周恩
来总理诗碑筹建委员会委员长吉村孙
三郎、京都府知事、京都市市长和十几
个日中友好团体的名字。诗碑左前方卧

有一块刻有日文的小碑石。导游向我们
介绍说，上面记载着建立这座诗碑的缘
由：“为了纪念一九七八年十月缔结《日
中和平友好条约》，并且为了表达京都人
世世代代友好的心愿，在这渊源深远之
地，建立伟大的人物周恩来总理的诗
碑。”

伫立碑前，我思绪奔腾，不由地缅怀
起一代伟人的历史足迹来。

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面对当时
苦难深重的祖国，为了寻求挽救国家危
难、解除民生痛苦的真理，南开中学毕业
后，便“大江歌罢掉头东”，毅然东渡留学
日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周总理
在日本一面参加留学生办的“新中会”，
从事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活动，一面挤
出时间，研究正在涌向东方的各种社会
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
义、新村主义等等。1919年1月，他在《社会
问题研究》半月刊上比较系统地阅读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文章，从迷惘中
获得启示。从当年4月起，在最后半年时
间里，他准备学习京都大学河上肇教授
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向京都大学提
出了入学申请。此时，正处“五四”运动前
夕，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改变决
定，“返国图他兴”。清明节前夕，即4月5

日，和马洗凡、杨扶青、张子纶（就读东京
水产讲习所）等人与在京都帝国大学就
读的于树德、安体诚等新中会的会员小

聚，然后一起冒着小雨畅游了京都西郊
著名的风景区——— 岚山公园，其间，即兴
吟出了《雨中岚山》、《风雨岚山》、《游日
本京都园山公园》等三首诗（第二天又写
了一首《四次游园山公园》）。《雨中岚山》
是其中的一首。诗中表达了周总理的情
思：花开花落乃自然法则，但人应该在短
促的一生中追求真理、有所作为，就像绽
放的樱花那样绚烂。

从日本回国后，周恩来便参加了“五
四”运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终成一代
伟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为发展
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受
日本人民的敬重。1979年1月22日，为纪念
周恩来总理，京都各日中友好团体和知
名人士联合倡议，成立了“周恩来诗碑筹
建委员会”。4月16日，诗碑建成。据资料记
载，1979年4月16日，诗碑揭幕那天，《雨中
岚山》抒怀问世整整六十年后，也正是樱
花一年一度盛开如云的日子，日本各界
人土不仅从京都，而且从北海道、东京，
九州，神户、大阪、奈良、志贺等地远道赶
来参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同志
也应邀率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日，为
周总理诗碑揭幕。随邓副委员长来访的
全国人大访问团成员赵朴初写下“从此
岚山留胜迹，弟兄相见更相亲”的诗句。
从此，凡到岚山的中国人，都会来寻访这
座诗碑。

（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专家）

【碑刻漫话】

重量级的儒家经书：

“三大石经”
□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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